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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中学生心理素质量表(简化版)(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Suzhi
 

Scale-Simplified
 

Version,
 

APSS-SV)在

中、
 

德两国中学生群体中的跨文化等值性和潜均值差异,
 

采用APSS-SV对德国黑森州马尔堡市2所中学共609名

7~10年级中学生和中国重庆市2所中学共1
 

290名7~9年级中学生进行调查,
 

对中、
 

德两国调查数据进行单组验

证性因素分析和多组验证性因素分析.
 

结果发现:
 

①
 

APSS-SV在中、
 

德两国样本间的形态等值、
 

弱等值、
 

强等值

和严格等值模型均可被接受;
 

②
 

中、
 

德两国中学生样本在APSS-SV各因子上的潜均值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认为APSS-SV的双因子结构在中、
 

德两国中学生之间具有测量等值性;
 

APSS-SV可用于中、
 

德两国中学生心理素

质的组间差异比较.
关 键 词:中学生心理素质量表;

 

测量等值性;
 

潜均值比较;
 

中、
 

德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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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素质是学生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学生的心理健康、
 

社会适应、
 

学业发展和行为习惯等均具有

积极的影响,
 

是衡量学生心理发展的综合性、
 

稳定性指标[1].
 

我国研究者[2]依据多年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

究,
 

将心理素质定义为:
 

以生理条件为基础的,
 

将外在获得的刺激内化成稳定的、
 

基本的、
 

内隐的,
 

具有基

础、
 

衍生和发展功能的,
 

并与人的适应行为和创造行为密切联系的心理品质.
 

这一概念揭示出心理素质是

包含从稳定的内源性心理基质到外显的适应性行为习惯的多层面自组织系统[1].
对心理素质结构的探讨是心理素质测量工具研发的基础,

 

它历经了从层次结构模型到双因子结构模

型的逐步深入过程.
 

冯正直等[3]采用文献分析等质性研究与因素分析等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初步提

出心理素质结构包含认知、
 

个性和适应性3个维度,
 

并基于此编制了具有较高信效度的中学生心理素质

问卷.
 

随后,
 

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
 

对该问卷进行修编,
 

构建了心理素质的高阶结构

模型,
 

验证了心理素质层次结构模型的合理性.
 

与此相应,
 

有研究者[4-5]对小学生和大学生心理素质亦

进行了类似的探讨,
 

形成了小学生和大学生心理素质系列问卷.
 

近年来,
 

随着统计工具和心理测量学的

不断发展,
 

双因子模型被广泛用于解决数据维度选择问题[6-7].
 

因此,
 

研究者们引入双因子模型理论,
 

尝

试进一步优化心理素质结构.
 

心理素质双因子结构认为,
 

心理素质是由一个一般因子整体心理素质和认

知、
 

个性和适应性(能力)3个特殊因子构成的,
 

其中整体心理素质反映各维度的共同性,
 

而3个特殊因

子反映各维度之间的差异性[8].
 

相比较而言,
 

双因子模型在理论上能更好地反映心理素质的构念,
 

在模

型拟合上也显著优于层次结构模型[8].
 

基于此,
 

胡天强等[9]对中学生心理素质量表进行修订,
 

同时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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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和大学生心理素质问卷进行了修订,
 

最终分别形成了结构清晰、
 

信效度良好的小学生、
 

中学生和

大学生心理素质系列量表(简化版);
 

随后,
 

运用该系列量表对全国大、
 

中、
 

小学生群体进行大样本测量,
 

并在此基础上分别建立了中国大、
 

中、
 

小学生心理素质常模,
 

为中国青少年(学生)心理素质研究提供了

可靠、
 

适用的测量工具.
既往研究对心理素质内涵结构的探讨、

 

测量工具的开发以及常模建立,
 

为客观评估中国学生心理素质

发展水平,
 

深化心理素质研究奠定了基础.
 

目前,
 

大量研究已表明[10-11],
 

高水平的心理素质能够稳定促进

学生的积极适应和良好发展,
 

证明心理素质是全面衡量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标.
 

然而,
 

心

理素质概念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提出来的,
 

具有中国文化特色,
 

体现的是中国儿童、
 

青少年在学校教育情

境中的心理品质,
 

那么,
 

心理素质概念及其结构是否也适合西方文化教育背景下的儿童、
 

青少年,
 

是一个

亟待探讨的问题.
 

张大均等[12]认为,
 

“文化/社会/历史”脉络会制约个体心理素质的发展.
 

中国与德国分别

属于东西方不同文化的国家,
 

存在诸多文化差异.
 

教育体制方面,
 

德国实行小学后分流制,
 

根据个体发展

的差异分流到主体中学(Hauptschule)、
 

实科中学(Realschule)和文理中学(Gymnasium)等教育目标不同的

中学.
 

其中,
 

主体中学的定位主要是为低端职业技能做准备;
 

实科中学定位于高端职业教育,
 

目的是培养

全面发展的实用型人才;
 

文理中学属于学术性中等教育,
 

目的是为学生将来进入大学学习和从事科学研究

做准备[13].
 

可见中德两国的社会文化背景、
 

教育模式等均存在差异,
 

那么,
 

心理素质概念和理论结构是否

适用于德国,
 

中国学者编制的学生心理素质量表是否也适用于测量德国文化教育背景下的学生心理素质

呢?
 

迄今为止,
 

还没有基于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心理素质跨文化比较研究.
虽然不同文化背景会影响人的心理行为,

 

但同时代人类的心理行为也具有共同性.
 

首先,
 

就素质而言,
 

它存在于每个个体中,
 

个体间的素质差异体现在发展水平、
 

功能发挥程度上的差异,
 

而非有或无的差异[1].
 

因此,
 

心理素质作为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这一概念提出于中国文化背景下,
 

但作为人的基本心理品

质,
 

理论上应该是人类所共有的,
 

而科学的心理素质量表理应适合测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
 

即具有跨文

化的适用性.
 

其次,
 

文化对人的心理品质尤其是对人格品质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特定的社会文化塑造特

定的人格品质,
 

但不同文化下的人格品质又有共同基质.
 

跨文化人格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Church[14]对此

有着清晰地阐述:
 

一方面,
 

人格品质有其独特性,
 

特定文化下的人们持有特殊的人格成分;
 

但另一方面,
 

人

格品质又有其共通性,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共有部分人格成分,
 

是在全人类共同演化过程中逐步形成

的.
 

虽然心理素质是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心理学概念,
 

但其形成和发展也与人格品质相类似,
 

本质上

也是在先天遗传生理的基础上与后天社会文化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1].
 

所以,
 

心理素质无

论在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相似群体均应有共同的成分.
 

但受文化因素的影响,
 

人类的心理可能

呈现出不同的普遍性水平,
 

因此,
 

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的心理素质,
 

不但有利于促进心理素质的跨文化

研究,
 

而且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心理学研究的国际化.
 

而要解决该问题,
 

就必须首先检验量表的跨文化测

量等值性.
随着心理素质研究的不断深入,

 

心理素质的研究对象已经涵盖中国大、
 

中、
 

小、
 

幼各年龄段的学生,
 

同

时还拓展到教师、
 

军人等群体.
 

其中,
 

尤以中学生的心理素质备受关注,
 

中学生正处于由儿童向成人过渡

的关键期,
 

这一时期中学生面临着来自自身、
 

家庭、
 

学校、
 

社会等方面的压力[15],
 

随之而来面临各种心理

和行为问题的高发.
 

从心理素质的功能来讲,
 

提高中学生的心理素质有助于其克服发展中的困难,
 

实现健

康成长.
 

因此,
 

本研究拟从跨文化的角度出发,
 

以中学生心理素质量表(简化版)(APSS-SV)为例,
 

检验其

在中德两国(东西方)中学生群体中的测量等值性,
 

并在测量等值性的基础上考察中德两国中学生心理素质

各因子的潜均值差异,
 

以期检验学生心理素质量表的科学性,
 

促进心理素质量表的广泛运用以及心理素质

的跨文化研究.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 象

1.1.1 中国样本

随机选取重庆市2所普通中学,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抽取7~9年级中学生共1
 

290名,
 

其中7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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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8名(37.8%),
 

8年级373名(28.9%),
 

9年级429名(33.3%),
 

平均年龄为13.42岁(SD=1.06),
 

男生

631名(48.9%),
 

女生651名(50.5%),
 

其中8名(0.6%)被试的性别信息缺失.
1.1.2 德国样本

随机选取德国黑森州马尔堡市的实科中学和文理中学各一所,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抽取7~10年级中

学生共609名(注:
 

文理中学学制传统为5~13年级,
 

5~10年级为中等教育第一阶段,
 

11~13年级为中等

教育第二阶段,
 

又称为文理中学高级部;
 

实科中学为5~10年级,
 

相当于中等教育程度.
 

因此,
 

为平衡中、
 

德两国中学生的年龄和学龄段,
 

选取德国7~10年级中学生.
 

由于德国实行的是小班化教育,
 

因此,
 

相比

中国中学的被试量较少),
 

其中7年级194名(31.8%),
 

8年级126名(20.7%),
 

9年级104名(17.1%),
 

10
年级185名(30.4%),

 

平均年龄为14.33岁(SD=1.51),
 

男生274名(45%),
 

女生335名(55%).
1.2 工 具

APSS-SV是评估中学生心理素质水平的自评量表[9],
 

该量表共24个题项,
 

包括认知品质、
 

个性品

质和适应性(能力)3个维度,
 

每个维度8个题项,
 

量表为5级计分,
 

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
 

分

数越高,
 

表明心理素质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
 

APSS-SV在我国中学生群体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
 

验证性因素分析各拟合指标良好(CFI=0.95,
 

TLI=0.94,
 

RMSEA=0.035,
 

90%
 

CI[0.032,
 

0.039],
 

SRMR=0.03).
APSS-SV德文版由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和既精通中文又精通德语的心理学博士共同翻译,

 

然后由另一

名既精通中文又精通德语的心理学研究者回译成中文,
 

之后对存在差异之处进行调整,
 

确保量表每个题项

的表达准确、
 

清晰.
 

德文版 APSS-SV在德国中学生群体中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
0.82)、

 

结构效度(CFI=0.90,
 

TLI=0.88,
 

RMSEA=0.041,
 

90%
 

CI[0.035,
 

0.047],
 

SRMR=0.05)和
效标效度(与自尊相关:

 

r=0.49;
 

与自我效能感相关:
 

r=0.68).
1.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4.0和 Mplus
 

7.4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对 APSS-SV 各项目得分进行 Kolmogorov-
Smirnov正态性检验,

 

结果显示各项目的峰度与偏度值均显著(p<0.001),
 

因此,
 

选择适用于非正态分布

数据的稳健极大似然估计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采用多组验证性因素分析(Multi-group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MCFA)检验APSS-SV在中德中学生之间的测量等值性,
 

模型拟合的评价指标包括χ2/df,

CFI,TLI,SRMR,RMSEA,
 

由于卡方检验容易受样本量的影响,
 

因此采用拟合指数差异的方法来检验测

量等值[16],
 

当CFI和TLI的变化值小于0.01,
 

RMSEA 的变化值小于0.015时,
 

表明不存在显著差异,
 

即认为等值模型可接受[17].

2 结 果

2.1 初步分析

首先,
 

分别分析中、
 

德两国中学生认知品质、
 

个性品质和适应性(能力)之间的相关程度,
 

结果显示,
 

中、
 

德两国中学生在认知品质、
 

个性品质和适应性(能力)之间相关显著,
 

且相关程度均为0.5以上(表1),
 

按照研究者所提出的r效应量标准[18],
 

各维度之间的相关在中、
 

德两国样本中均达到较大的效应量.
表1 中、

 

德两国中学生心理素质各维度之间的相关

维 度
中国中学生

1 2 3

德国中学生

1 2 3

1认知品质 1 1

2个性品质 0.79** 1 0.57** 1

3适应性(能力) 0.82** 0.77* 1 0.61** 0.60** 1

  注:
 

*:
 

p<0.05;
 

**:
 

p<0.01.

2.2 单组验证性因素分析

采用 Mplus
 

7.4分别对中、
 

德两国中学生样本及总样本的心理素质双因子结构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
 

基于双因子模型修订的APSS-SV在中、
 

德两国中学样本及总样本中的模型拟合良好(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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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中学生心理素质量表在中、
 

德两国样本中的测量等值性检验



表2 APSS-SV的双因子结构模型拟合指数

χ2 df TLI CFI SRMR RMSEA(90%
 

CI)

总样本 781.998 228 0.941 0.928 0.031 0.036(0.033,
 

0.039)

中国样本 598.468 228 0.951 0.94 0.031 0.035(0.032,
 

0.039)

德国样本 540.092 228 0.9 0.89 0.05 0.041(0.035,
 

0.047)

2.3 测量等值检验

2.3.1 形态等值检验

首先运用多组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潜变量的构成形态或模式是否相同,
 

即检验APSS-SV量表在中、
 

德两国中学生群体间是否具有相同的因素或结构.
 

形态等值模型通常作为基线模型,
 

进一步的等值性检验

均是在此基础上通过限制相应参数而生成的嵌套模型.
 

在形态等值性检验中,
 

允许各种参数自由估计,
 

模

型的拟合指数如表3的 Model
 

1所示,
 

各项拟合指标良好,
 

形态等值成立,
 

可进行下一步分析.
2.3.2 弱等值检验

在形态等值的基础上,
 

设定因子载荷跨组相等(弱等值),
 

模型的拟合指数见表3的Model
 

2,
 

结果表明

模型拟合良好,
 

对 Model
 

2和 Model
 

1的拟合指数进行比较:
 

卡方差异检验显著(Δχ2=97.167,
 

Δdf=45,
 

p<0.01),
 

虽然卡方差异检验显著,
 

但由于卡方检验容易受样本量的影响,
 

随样本量的增加而更倾向拒绝

原假设,
 

因此采用拟合指数差异的方法来检验测量等值,
 

ΔCFI和ΔTLI分别为-0.005和0.002,
 

均小于

0.01,
 

ΔRMSEA 小于0.015.
 

表明因子载荷在中、
 

德两国中学生间跨组等值,
 

即弱等值成立.
2.3.3 强等值检验

在因子载荷等值的基础上,
 

设定观测变量的截距跨组相等(强等值),
 

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见表3的

Model
 

3,
 

结果表明模型拟合良好,
 

对 Model
 

3和 Model
 

2的拟合指数进行比较:
 

卡方差异检验不显著

(Δχ2=12.04
 

,
 

Δdf=24,
 

p>0.05);
 

ΔCFI 和ΔTLI 分别为0.001和0.006,
 

均小于0.01,
 

ΔRMSEA
小于0.015,

 

表明测量题项的截距在中、
 

德两国中学生间跨组等值,
 

强等值成立.
2.3.4 严格等值检验

在强等值成立的基础上,
 

设定观察变量的误差方差跨组等值(严格等值),
 

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见表

3的 Model
 

4,
 

结果表明模型拟合良好,
 

对 Model
 

4与 Model
 

3的拟合指数进行比较:
 

卡方差异检验显著

(Δχ2=110.829,
 

Δdf=24,
 

p<0.01);
 

ΔCFI 和 ΔTLI 分 别 为-0.009和-0.006,
 

均 小 于0.01,
 

ΔRMSEA 小于0.015,
 

表明各个题项的误差方差在中、
 

德两国中学生间跨组等值,
 

严格等值成立.
2.4 跨文化的潜均值差异比较

弱等值和强等值成立是进行潜均值比较的前提,
 

在强等值模型的基础上,
 

对中、
 

德两国中学生样本之

间APSS-SV的潜均值进行比较分析,
 

设置中国组的中学生样本为参照组,
 

将其潜均值设置为0,
 

模型拟合

指数见表3的 Model
 

5,
 

对APSS-SV跨中国和德国中学生样本的潜均值差异进行估计,
 

结果显示一般因子

整体心理素质(SE=0.050,
 

t=0.435,
 

p>0.05)和3个特殊因子认知品质(SE=0.094,
 

t=0.190,
 

p>
0.05)、

 

个性品质(SE=0.089,
 

t=0.383,
 

p>0.05)、
 

适应性(能力)(SE=0.072,
 

t=-0.627,
 

p>0.05)
的潜均值跨组差异均不显著.

表3 APSS-SV在中德两国中学生样本中跨文化等值性拟合指数

Model χ2 df CFI TLI RMSEA(90%
 

CI) Δχ2 Δdf ΔCFI ΔTLI ΔRMSEA

Model
 

1 1
 

211.674 453 0.924 0.908 0.042(0.040,
 

0.045)

Model
 

2 1
 

308.841 498 0.919 0.91 0.042(0.039,
 

0.045) 97.167 45 -0.005 0.002 0

Model
 

3 1
 

320.881 522 0.92 0.916 0.041(0.038,
 

0.043) 12.04 24 0.001 0.006 -0.001

Model
 

4 1
 

431.71 546 0.911 0.91 0.042(0.039,
 

0.044)110.829 24 -0.009 -0.006 0.001

Model
 

5 1
 

318.638 518 0.92 0.915 0.041(0.038,
 

0.044)

  注:
 

Model
 

1为形态等值模型;
 

Model
 

2为弱等值模型;
 

Model
 

3为强等值模型;
 

Model
 

4为严格等值模型;
 

Model
 

5为潜

均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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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3.1 心理素质双因子结构具有跨文化的稳定性

本研究首先对APSS-SV在中国中学生和德国中学生中的信效度进行检验,
 

结果表明APSS-SV中文版

和德文版均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结构效度和效标效度.
 

对APSS-SV的结构模型进行检验,
 

单组验

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APSS-SV的双因子结构模型在总样本、
 

中国中学生和德国中学生样本中拟合良

好,
 

证明了心理素质双因子结构具有跨文化的稳定性.
3.2 中学生心理素质量表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

尽管量表在不同的群组中均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但若对群组间进行心理比较,
 

必须以测量等值性为前

提[19].
 

因此,
 

本研究首次采用多组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APSS-SV的跨文化测量等值性,
 

研究结果确立了

APSS-SV在跨中、
 

德两国中学生样本组的形态等值、
 

因子载荷等值、
 

截距等值及误差方差等值.
 

形态等值

成立表明APSS-SV在中、
 

德两国中学生中测量了相同的潜在构念,
 

包括一般因子整体心理素质和3个特

殊因子认知品质、
 

个性品质和适应性(能力).
 

形态等值是检验其他等值性的前提条件[20],
 

基于形态等值的

确立,
 

构建更为严格的测量模型.
 

因子载荷跨组等值表明APSS-SV各条目与潜变量(一般因子和3个特殊

因子)之间在中、
 

德两国中学生间具有相同的意义,
 

潜变量每变化一个单位,
 

观测变量在不同组中也会产生

同等程度的变化.
 

基于此,
 

研究进一步检验APSS-SV跨中德两国中学生样本组的截距等值性,
 

截距等值成

立的结果表明APSS-SV在中、
 

德两国中学生间具有相同的参照点,
 

因此,
 

APSS-SV在中、
 

德两国中学生

间的测量参照点和单位都相同,
 

保证了用观察分数估计潜变量分数的无偏性,
 

能够采用APSS-SV对中德

两国中学生进行潜均值比较.
 

基于截距等值,
 

进一步检验误差方差的跨组等值性,
 

结果表明除了因子载荷

和截距跨文化等值外,
 

APSS-SV题项的残差(特殊因素加误差变量)也跨文化相等,
 

即观测分数变异的跨文

化差异能够完全反映潜变量变异的跨文化差异.
测量不变性是APSS-SV跨组测量实质性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先决条件,

 

因子载荷等值、
 

截距等值和误

差方差等值性的确立表明了APSS-SV具有跨中、
 

德文化测量的不变性[21].
 

这意味着心理素质虽然是在我

国素质教育背景下提出的本土化概念,
 

但其适用性却并不局限于中国中学生,
 

心理素质的潜在结构和具体

指标在中、
 

德两国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表现出了跨文化的一致性.
 

这可能是因为在德国中学生中也具有相同

的心理素质构成成分,
 

如认知品质中的意识性、
 

监控性,
 

个性品质中的坚韧性、
 

自制性,
 

以及适应性(能力)
中的社会适应性等[23-24].
3.3 中德两国中学生心理素质在同一年龄段表现出相同的发展水平

APSS-SV测量等值性的成立,
 

使得中德两国中学生心理素质的比较研究有效并具有可解释性.
 

进一步

比较中、
 

德两国中学生群体的潜均值差异,
 

结果发现一般因子整体心理素质和3个特殊因子认知品质、
 

个

性品质和适应性(能力)的均值在中、
 

德两国中学生间跨文化等值,
 

这意味着心理素质理论建构本身在跨文

化中学生群体中的真实差异不显著,
 

中、
 

德两国中学生群体的心理素质表现出了相同的发展水平.
 

学校教

育模式和社会文化的差异会影响心理素质的发展,
 

但除此之外,
 

影响心理素质的因素还有很多,
 

如家庭方

面的因素等,
 

并且各因素错综复杂,
 

相互作用[11,
 

24],
 

最终导致中、
 

德两国中学生心理素质在这一年龄段表

现出了相同的发展水平.
3.4 研究意义与局限

本研究首次验证了心理素质双因子结构的跨文化稳定性,
 

以及APSS-SV的跨文化测量不变性,
 

这有

助于拓展心理素质的适用范围.
 

对心理素质量表测量等值性的探讨适应国家科学研究走出去的发展战略,
 

深化了有中国特色的心理素质及教育研究领域.
 

此外,
 

本研究还进一步发现中、
 

德两国中学生的心理素质

具有相同的发展水平,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揭示出我国实施素质教育成效显著,
 

可以与西方的教学模式进行

对比,
 

也可以推进跨文化素质教育.
本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

 

主要体现为抽样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局限性.
 

本研究对德国中学生的抽样来自

一个联邦州,
 

样本量相对较少.
 

此外,
 

德国只是西方文化国家之一,
 

需要与更多西方文化国家进行心理素

质的跨文化分析比较,
 

才能进一步扩大心理素质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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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1)
 

心理素质双因子结构具有跨中、
 

德两国文化的稳定性.
2)

 

APSS-SV在跨中、
 

德两国中学生样本组的形态等值、
 

因子载荷等值、
 

截距等值及误差方差等值,
 

即

中学生心理素质概念及测量工具能够推广到德国教育背景中的相同群体.
3)

 

中、
 

德两国中学生心理素质在同一年龄段表现出了相同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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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Invariance
 

Test
 

of
 

the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Suzhi
 

Scale
 

Between
 

Chines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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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s

WU
 

Li-li1, ZHANG
 

Da-jun2, CHENG Gang3,
HU

 

Tian-qiang2, Detlef
 

H.
 

ROST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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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in
 

and
 

Cognitive
 

Neuroscience
 

Research
 

Center,
 

Liaoning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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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ian
 

Liaoning
 

116029,
 

China;

2.
 

Facu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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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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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y,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4.
 

Faculty
 

of
 

Psychology,
 

Philipps-Universität
 

Marburg,
 

Marburg
 

35037,
 

Germany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measurement
 

invariance
 

and
 

latent
 

mean
 

differences
 

of
 

the
 

Adolescent
 

Psycholog-
ical

 

Suzhi
 

Scale-Simplified
 

Version
 

(APSS-SV)
 

across
 

Chinese
 

and
 

German
 

cultures,
 

a
 

total
 

of
 

609
 

students
 

in
 

Grade
 

7-10
 

from
 

2
 

middle
 

schools
 

in
 

Marburg,
 

Hessen,
 

Germany
 

and
 

1,
 

290
 

students
 

in
 

Grade
 

7-9
 

from
 

2
 

middle
 

schools
 

in
 

Chongqing,
 

China,
 

were
 

adopted
 

in
 

cluster
 

sampling.
 

Participants
 

were
 

re-
quired

 

to
 

complete
 

APSS-SV.
 

Multi-group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was
 

used
 

to
 

evaluate
 

measurement
 

invariance
 

across
 

Chinese
 

and
 

German
 

sampl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nfigural,
 

weak,
 

strong,
 

and
 

strict
 

measurement
 

invariance
 

of
 

APSS-SV
 

were
 

all
 

acceptable.
 

Moreover,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la-
tent

 

means
 

across
 

the
 

two
 

groups
 

was
 

found.
 

In
 

conclusion,
 

the
 

bi-factor
 

structure
 

of
 

APSS-SV
 

has
 

meas-
urement

 

invariance
 

across
 

Chinese
 

and
 

German
 

cultures,
 

and
 

APSS-SV
 

can
 

be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
ences

 

in
 

psychological
 

suzhi
 

between
 

Chinese
 

and
 

Germa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Key

 

words: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Suzhi
 

Scale-Simplified
 

Version;
 

measurement
 

invariance;
 

latent
 

mean
 

comparison;
 

Chinese
 

and
 

Germa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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